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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诱因—贡献理论和资源基础观，本文以 2008—2018年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技

术、员工参与、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员

工参与在其中起中介作用；当企业网络中心度高时，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的正向关系将增强，且数字技术通过

员工参与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间接作用也将增强。研究结论拓展了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文献，同

时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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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动态变化且复杂的竞争环境中，企业生存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创新成为企业实现和维

持自身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1］。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时代到来，数字技

术作为数字经济的第一生产力，在助推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和带动产业升级方面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2］。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实践之中，以获取资源，解决创新中遇到的问题，实现

创新绩效的提升。因此，如何应用数字技术提升创新绩效成为管理者和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目前，关于数字技术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企业经济绩效、环境绩效以及关系绩效等影响

的方面。比如，MARTÍNEZ-CARO等［3］从组织文化角度出发，认为数字技术对企业绩效有促进作用；LI
等［4］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企业经济绩效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显著影响，且受到供应链平台的中介作用；

NASIRI等［5］则认为企业应用数字技术能促进关系绩效。尽管已有研究表明数字技术会为企业带来信息

资源，增加其创新潜力［6］，但是关于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实证研究尚为缺乏。根据资源基础观，

企业创新需要依靠不可复制和独特的资源［7］，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帮助企业识别有价值的信息资

源［2］，降低创新的风险，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创新绩效。因此，探究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

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关于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多聚焦于数字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直接作用［8］，而数字

技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还未清晰，仅有少量研究从组织战略导向等角度切入，认为企业应用

数字技术提高其数字化能力、实现创新［9］，从宏观层面揭示了数字技术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但忽视了

企业内部微观基础的作用，尤其是作为企业创新主体员工的影响。员工作为企业宝贵的资源，在驱动企

业创新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0］。随着数字化程度不断加深，企业也越来越重视数字技术调整对员工参与

的作用，比如SILIC等［11］、施杨和李南［12］认为人力资源管理系统、高参与工作系统对提高员工参与和主动

性有显著作用。那么，员工参与能否成为数字技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究。根据

诱因—贡献理论，企业通过提供诱因能够引导员工参与并为组织做出贡献［13］。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信息资

源，为员工创设沟通渠道，刺激员工参与的诱因，进而引导员工为组织做出贡献，提高企业创新绩效。因

收稿日期：2020-04-26；修改日期：2021-01-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基于ERGM的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形成与演化机制：依存型多层网络视角”

（19YJA630076）；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与战略重点”（15JZD017）。
第一作者：王海花（1983—），女，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创新与知识管理，wanghaihua83@163.com。
通信作者：杜 梅（1995—），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新与知识管理、员工创新行为等，dumeimei@shu.edu.cn。

文章编号：1004-8308（2021）01-0138-11
DOI：10.13581/j.cnki.rdm.20200757



第 1期 王海花等：数字技术、员工参与与企业创新绩效

此，从员工参与角度出发，剖析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揭示数字技术影响企业创新

绩效的黑箱。

此外，企业在所处行业中的网络位置也将不可避免地对企业管理实践与发展产生影响。企业网络位

置的差异，会给其带来不同的信息资源，占据中心位置的企业即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在机会识别和资源

获取等方面更具优势［14］。而在互联网信息化的背景下，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吸收、整合和利用由企业网络

中心度所带来的信息资源，实现企业内部信息资源的丰富与多样，为刺激员工参与提供条件。因此，探究

网络中心度在数字技术与员工参与的调节作用，对进一步明晰企业诱导员工参与的边界条件、助推创新

绩效的提升有重要意义。综上所述，本文基于诱因—贡献理论和资源基础观，探究数字技术、员工参与与

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研究问题主要包括：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对其创新绩效有怎样的影响作用？员工参

与在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怎样的中介作用？网络中心度在数字技术、员工参与与企业创新绩

效关系间发挥怎样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创新之处及预期贡献如下。①基于诱因—贡献理论和资源基础观，剖析数字技术对员工参

与和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引入员工参与作为中介，探究数字技术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

和效果，完善了数字技术、员工参与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研究，揭示了诱因—贡献理论和资源基础

观的内在联系。②引入网络中心度作为调节变量，考察不同网络中心度下数字技术作用于员工参与的

边界条件，进一步探究网络中心度在数字技术通过员工参与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路径中的调节作用，

厘清了网络中心度发挥调节作用的具体情境，拓展了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和企业创新绩效边界条件的

相关研究，为在不同网络中心度的情境下有效使用数字技术激发员工参与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提供理

论支持。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

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不断涌现，且逐渐被应用于企业管理之中。数

字技术是指嵌入在信息通信技术之中或是融合信息技术的产品或者服务［15］，具有可编辑性［16］、可扩展

性［16］、开放性和关联性［17］等特征。其中，数字技术的可编辑性是指允许其他对象访问和修改的能力［16］，

它促使设备通过逻辑结构注入新功能，适应新环境［18］；可扩展性是指数字技术能以较低的成本高效处理

大规模业务的能力［16］；开放性是指数字技术能够允许其他企业参与和共享的程度；关联性是指数字技术

利用多主体连接与互动，促进功能实现的能力［17］。数字技术主要包括数字物理组件、数字平台和数字基

础设施 3种形式［16-17］。其中，数字物理组件包括手机App在内的数字应用程序和物理设备中的软硬件；

数字平台是指为数字组件提供通用服务和体系架构；数字基础设施则是包括云计算技术等工具和

系统［19］。

已有研究表明，企业通过使用数字技术提高其绩效［3-4］和竞争优势［20］。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创新需

要大量的资源，这些资源具有有价值、独特、不可复制等特征［7］，但仅凭借其内部资源难以进行创新活动，

需要依靠外部环境获取创新所需的资源［14］。首先，数字技术的可编辑性特征帮助企业快速适应新环

境［18］，及时获取资源，重组利用这些有形或无形的资源，将之转变成企业独特资源应用于创新活动之中，

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21］。其次，数字技术的关联性特征帮助企业与其他企业的沟通与交流［22］，扩大企业

获取资源的范围［2］，使其拥有更为多样化的资源，助推企业识别未被利用的有价值的资源，这些独特、有

价值的资源能够帮助企业发现更多的创新机会，产生新产品或新服务［23］，提高其创新绩效。再次，数字技

术的可扩展性特征有利于企业识别资源需求，以最低的成本快速搜索到与企业创新相关有价值的资

源［2］，提高企业配置资源的效率，提升创新绩效。最后，数字技术的开放性实现了数据的可视化，增强企

业之间信息资源的透明度［24］，企业可根据自身创新需求选择企业获取相关资源，实现更有效的信息资源

加工，减少因信息的不对称性所带来的创新风险，从而帮助企业发现更多有价值的创新资源，提高创新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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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1 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

1.2 数字技术与员工参与

员工参与是一种企业与员工互动的形式，企业通过建立沟通机制、对员工进行开发和培训与薪酬激

励等［25］，促进员工能力发展，进而对企业的实践活动产生影响。对于员工参与的测量，主要的维度划分

为：①基于人性假设的二维度，强调员工参与是一种激励机制，分为参与决策和参与监督［26］；②基于员工

参与程度的三维度，将员工参与分为建议采纳、信息共享和授权［27］；③在三维度的基础上，

SUMUKADAS［28］指出员工参与包含薪酬激励、信息共享、权力分享以及发展培训。本文对于员工参与的

测量将借鉴SUMUKADAS［28］的研究。

在互联网信息化时代，数字技术是企业从事管理活动的有力推动者。诱因—贡献理论认为，企业通

过提供发展和成长诱因增强员工工作动机，为员工参与创设条件［29］，进而催发员工参与。这些诱因既包

括以货币形式向员工提供的物质性诱因，又包括为员工提供的职业发展机会、授权、参与决策以及获得培

训等人力资本的投资［13］。无论是物质性诱因还是发展性诱因，都是组织刺激员工参与所提供的工作资

源［30］，而数字技术正是通过为企业员工提供资源、刺激员工发展与成长的诱因，进而引导员工参与。首

先，应用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将员工与企业进行有效连接［2，24］，提高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透

明化与公开化，比如薪酬激励机制、晋升机制等，员工能更为清晰地了解企业的发展情况和激励机制，从

而提高自身与企业需求的匹配度，实现员工组织的良性互动循环，提高员工参与水平。其次，企业将数字

技术嵌入到管理活动中，而数字技术的可编辑性和可扩展性特征，使得企业能够迅速适应新环境［18］，识别

有价值的信息资源，提高企业信息资源的多样化，这有助于员工获取成长与发展所需的相关资源，使其拥

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成长空间，为员工参与提供成长和发展诱因，催发员工参与。再次，数字技术的开放

性和关联性特征增强了数据的可获取和资源的便利性［24］，员工能够最大限度实现自我管理和自主工作，

实现自身权力的最大化，这满足了其成长与发展的需要，进而更有意愿参与企业建设。最后，数字技术所

拥有的数字组件、数字平台以及数字基础设施［16-17］，给予员工更为高效的知识学习机会以及发展培训平

台，帮助其发展与成长，同时也向员工传递了企业会委以重任的信号，使得员工更有动力投入工作之中，

增强员工参与。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2 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有显著正向作用。

1.3 员工参与与企业创新绩效

已有研究表明，员工参与会激发员工的工作动机，增强员工的组织承诺，对企业创新机会识别以及绩

效提升有重要作用［31］。基于诱因—贡献理论，本文认为员工参与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诱

因—贡献理论指出，企业通过提供诱因鼓励员工参与，使其为企业创新活动作出贡献［13］。员工作为企业

的人才资源，是企业创新的基础［10］，员工参与反映企业的竞争优势。企业对员工合理配置与管理，能够促

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32］。首先，员工参与会促使员工与组织关系更加融洽［33］，员工对组织更有归属感，

进一步更有意愿为组织做出贡献，投入创新实践之中，促进创新绩效。其次，企业通过权力和信息分享、

薪酬激励以及发展培训等员工参与方式［28］，给予员工成长与发展的渠道，使员工切身感受到组织的重视，

增强组织认同感。而作为回馈，员工会自主工作，主动参与组织建设，为企业创新活动提供条件［34］，增强

创新绩效。最后，企业员工参与会使员工倾向于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努力改善工作氛围［35］，将自身独特

的知识等资源投入企业建设之中，为企业创新绩效做出贡献。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H3 员工参与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

1.4 员工参与的中介作用

本文根据诱因—贡献理论，认为员工参与在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诱因—贡

献理论认为，企业通过提供诱因为员工参与创设条件［29］，使之为组织做出贡献［13］，刺激员工创新能力的

发挥，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一方面，企业通过数字技术搜寻更多的信息资源，提高企业资源的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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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与可视化，这给予了员工更多的资源支持，让员工拥有更多表现机会和发展空间，为员工参与提供条

件［29］，强化员工工作动机，使员工主动参与企业创新活动之中，最终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另一方面，

企业通过数字组件、数字平台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等数字技术所提供的资源［17］，赋予员工更多学习与发

展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让员工感知到企业对其价值的重视，激发员

工的组织归属感，促使员工自发参与企业创新，为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积极做出贡献。因此，提出如下

假设。

H4 员工参与在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1.5 网络中心度的调节作用

随着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企业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以往仅依靠自身资源难以维持企业发

展和竞争需要［36］，企业需要从外部网络获取和整合资源，增强竞争力。而网络位置是企业与企业之间的

联系，反映企业获取、控制资源的能力［37］。处于网络不同位置的企业能够获取和调配的资源数量、质量等

均存在差异［38］。本文用网络中心度来刻画网络位置在数字技术与员工参与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网络中

心度表征企业在网络中的核心程度［39］。网络中心度越高，企业越在所处网络中占据支配与中心地位［14］，

越能够高效获取和整合更多样化的信息资源［40］。

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构建竞争优势需要大量的资源［7］，而企业网络位置优势则是构筑企业核心竞

争力重要的外生性资源。当企业网络中心度高时，更多资源与信息向企业聚集，企业获取更多元的资源，

降低资源获取成本与信息不对称性［41］。而在该种情况下，企业使用数字技术会进一步加速资源的整合、

吸收与利用，为员工参与提供诱因。此外，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往往具有一定规模或具备核心竞争优势，

相较于网络中心度低的企业，其具有更大的规模优势和行业影响力，可以更大范围配置资源和统筹协

调［16］。而在该种情况下，数字技术会助推资源的调配和重组，从而为员工广泛参与提供资源条件。因此，

提出如下假设。

H5 网络中心度在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的关系中起调节作用，即当企业网络中心度高时，数字技术

对员工参与的正向作用越强；而当企业网络中心度低时，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的正向作用越弱。

1.6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假设，进一步推论，员工参与的中介作用受到网络中心度的调节，是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

应。具体来说，当企业网络中心度高时，企业拥有更多的权限和信息资源，由数字技术所提供的信息资

源，更能够唤起员工的积极主动性，促进员工参与，即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的正面影响较大，此时，员工参

与能更多地传导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影响，员工更有意愿参与企业创新，从而推动实现企业

创新绩效的提升；而当企业网络中心度低时，企业对资源的控制能力较弱，数字技术所带来的资源不足以

提升员工参与热情，即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的正面影响较小，此时，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积极效应

将较少通过员工参与来传导，员工难以融入企业创新活动之中，进一步削弱企业创新绩效。因此，提出如

下假设。

H6 网络中心度调节员工参与在数字技术与企

业创新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当企业网络中心度高

时，数字技术通过员工参与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

越强；当企业网络中心度低时，数字技术通过员工参

与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越弱。

综上，本文的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 2008—2018年中国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探究数

图1 研究框架

Fig. 1 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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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技术、员工参与、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并对样本进行筛选，剔除交易状态为

ST类、上市年限不足 1年和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 77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 5 492个非平衡面板样

本。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有以下途径：①数字技术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年报和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②员工参与和企业创新绩效的数据整理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③网络中心度的

数据来源于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CSMAR）；④其他个人、企业等层面的变量数据来源于CSMAR和

CNRDS。
2.2 变量测量

2.2.1 因变量企业创新绩效（EIP） 借鉴FANG等［42］研究，采用 t + 1年授权的发明专利数目来表示。专

利数目表征企业创新成果的转化能力，专利越多，表明企业的创新产出越高。

2.2.2 自变量数字技术（DT） 借鉴NAMBISAN［16］和BRIEL等［17］研究中数字技术的数字组件、数字平台

和数字基础设施这3种形式，用企业年报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的相关表述来衡量数字技术。若企

业使用数字组件、数字平台或者数字基础设施为1，否则为0。数据来源于企业对外披露的年报和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并使用PYTHON2.0识别企业年报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数字组件、数字平台、数字基础设

施等数字技术相关表述出现的次数，若出现次数为1或大于1，则数字技术赋值为1，若出现次数为0，则
数字技术赋值为0。
2.2.3 中介变量员工参与（EP） 借鉴SUMUKADAS［28］研究中员工参与的权力分享、薪酬激励、信息共享

以及员工发展培训的4个维度，分别用CNRDS雇员关注中的员工参股、员工福利、员工沟通渠道以及员

工职业培训来衡量员工参与。为避免仅考虑员工参与是否存在以及数字技术和员工参与均采用0和1虚
拟变量带来的测量不准确问题，本文采用员工参与中的员工参股、员工福利、员工沟通渠道以及员工职业

培训4个维度加总的方式来衡量员工参与，取值范围为0～4。具体来说，员工参与的每个维度取值为0
或1，若4个维度均存在，取值为4，若4个维度均不存在，取值则为0。
2.2.4 调节变量网络中心度（NC） 借鉴严若森和华小丽［43］研究，利用CSMAR中的企业董事是否在其他

企业兼任董事（兼任则为1，否则为0）相关数据，构建企业的网络位置关系矩阵，计算出每个企业的点度

中心度，作为企业网络位置的指标。

2.2.5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14，44-45］，控制变量包括：①成立年限（AGE），即企业成立时间到当年的时

期长度；②企业规模（SIZE），即企业总营业收入；③股权集中度（OCD），即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④两

职兼任（DUA），即企业董事长同时兼任总经理，兼任则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⑤所有权性质（STA），若企

业是国有企业，取值为1，否则为0；⑥董事会规模（BS），即企业董事会总人数；⑦监事会规模（SS），即企业

监事会总人数；⑧独立董事人数（IDN），即企业独立董事人数；⑨高管团队规模（TMTS），即企业高管团队

总人数。其中，成立年限和高管团队人数相关数据来源于CSMAR，企业规模、股权集中度、两职兼任、所

有权性质、董事会规模和独董人数相关数据来源于CNRDS。
2.3 模型设定

本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检验数字技术、员工参与、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1）
和模型（2）分别为数字技术、员工参与和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模型，模型（3）为数字技术与员工参与

之间的关系模型，模型（4）为网络位置在数字技术与员工参与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模型。

EIPi，t + 1 = β0 + β1DTi，t + β2∑Coni，t + εi，t （1）
EIPi，t + 1 = β0 + β3EPi，t + β4∑Coni，t + εi，t （2）
EPi，t = β0 + β5DTi，t + β6∑Coni，t + εi，t （3）

EPi，t = β0 + β7DTi，t + β8NCi，t + β9NCi，tDTi，t + β10∑Coni，t + εi，t （4）
其中：EIP为企业创新绩效；DT为数字技术；EP为员工参与；NC为网络中心度；Con代表控制变量，包括成

立年限、企业规模、股权集中度、两职兼任、所有权性质、董事会规模、独董人数和高管团队规模；β0为常数

项，ε为误差项，i表示企业，t表示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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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本文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员工参与的均值为0.749，表明在样本的制造

业企业中约有74.9%的企业具有员工参与。此外，数字技术、员工参与、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有显

著的相关关系，相关系数分别为 0.114、0.299和 0.048。此外，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值为 1.310，各变量

VIF远小于临界值10，表明本文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可进行回归分析。

3.2 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 STATA16.0对数字技术、员工参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2所示。

模型（1）表明企业成立年限越长、规模越大、独董人数越多，企业对创新资源的获取能力就越强，企业创新

绩效就越高。模型（2）显示数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 = 8.779，p < 0.01），表明数

字技术的使用会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H1得到验证。模型（3）显示员工参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系

数显著为正（β = 12.480，p < 0.01），表明员工参与会提高企业创新绩效，H3得到验证。模型（4）表明企业

成立年限越长、规模越大，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越大，企业所拥有的信息资源就越多，越有利于员工参与。

模型（5）显示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 = 0.043，p < 0.1），表明数字技术为企业员工提

供更广泛的信息资源与自主权，为员工参与创设诱因，促进员工参与，H2得到验证。

本文采用BOOTSTRAP法循环500次对数字技术→员工参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

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直接效应的系数显著为正（β = 22.263，p < 0.01，在95%的置信水

平下置信区间为［14.925，29.603］，不包括 0），H1得到验证。间接效应的系数显著为正（β = 4.344，p <
0.01，在95%的置信水平下置信区间为［2.746，5.942］，不包括0），表明企业通过数字技术与员工分享信息

资源与权力，刺激员工参与，进而实现创新绩效提升，员工参与的中介作用显著，H4得到验证。此外，本

文采用SOBEL法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数字技术、员工参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

Z值分别为6.258和5.584，均大于临界值1.960，H1和H4进一步得到验证。

3.3 调节效应检验

通过STATA16.0对网络中心度的调节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模型（6）所示。网络中心度在数字

技术与员工参与关系中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β = 0.466，p < 0.01），表明网络中心度在数字技术与员工参

与影响关系中有显著的调节作用，H5得到验证。

表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the variables
变量

1.AGE
2.SIZE
3.DUA
4.STA
5.OCD
6.BS
7.SS
8.IDN
9.TMTS
10.DT
11.EP
12.NC
13.EIP

均值

16.720
910 812
0.032
0.523
36.616
10.306
4.383
3.751
6.661
0.230
0.749
0.114
33.215

标准差

5.027
3 311 394
0.176
0.500
15.115
2.616
1.734
1.304
3.851
0.421
1.176
0.153

146.295

1
1
0.006
0.036***
-0.047***
-0.223***
0.043***
0.017
0.038**
-0.174***
0.181***
0.068***
-0.097***
0.013

2

1
-0.007
0.134***
0.183***
0.089***
0.117***
0.015
0.078***
0.066***
0.220***
0.060***
0.657***

3

1
-0.024
-0.074***
0.0002
-0.013
0.017
0.039***
-0.006
0.023*
0.040***
-0.023*

4

1
0.127***
0.198***
0.279***
0.054***
0.163***
-0.109***
0.212***
0.130***
0.106***

5

1
0.017
0.037***
-0.001
0.018
-0.006
0.077***
0.047***
0.100***

6

1
0.476***
0.687***
0.213***
-0.009
0.180***
0.184***
0.103***

7

1
0.299***
0.176***
-0.024*
0.197***
0.101***
0.104***

8

1
0.112***
0.029**
0.064***
0.176***
0.050***

9

1
-0.125***
0.118***
0.219***
0.076***

10

1
0.073***
-0.065***
0.114***

11

1
0.045***
0.299***

12

1
0.048***

注：N=5 492；*、**、***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相关；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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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显示网络中心度在数字技术与员工参与关系间

的调节作用，绘制调节效应图（如图2所示）。在网络中心度不

同的情况下，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的影响作用有所差别，即在

高网络中心度（+1SD），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的正向影响作用较

强（β = 0.350，p < 0.01），在低网络中心度（-1SD），数字技术对

员工参与的正向影响作用较弱（β = 0.131，p < 0.01）。
3.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采用STATA16.0中的BOOTSTRAP法检验有调节的中

介作用，结果如表 4所示。在低网络中心度，数字技术通过员

工参与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显著（β = 3.569，在 95%
置信水平下置信区间为［-0.743，8.000］，包括0）；而在高网络中

心度，数字技术通过员工参与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著

（β = 12.583，p < 0.01，在 95% 置信水平下置信区间为［7.713，
18.575］，不包括0），H6得到验证。该结果表明企业所处网络中

心度不同，对资源以及信息的控制能力也不同，资源与信息向

处于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聚集，而数字技术进一步将这些资源

表2 数字技术、员工参与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回归检验

Tab. 2 Regression test results of analyst digital technology，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变量

DT

EP

NC

DT × NC

AGE

SIZE

DUA

STA

OCD

BS

SS

IDN

TMTS

常数项

R2
Adj.R2
Wald Chi2

EIP

模型（1）

1.764***（0.332）
0.000 02***

（5.94 × 10-7）
-10.583（6.448）
9.957*（4.782）
-0.264*（0.134）
-0.415（0.777）
1.159（1.014）
3.065*（1.300）
0.171（0.353）

-30.396***（10.074）
0.430
0.258

2 206.42***

模型（2）
8.779***（3.080）

1.468***（0.347）
0.000 03***

（5.94 × 10-7）
-10.525（6.444）
10.800*（4.787）
-0.253*（0.134）
-0.409（0.777）
1.150（1.013）
3.018**（1.299）
0.246（0.354）

-28.937***（10.080）
0.434
0.258

2 217.89***

模型（3）

12.480***（1.440）

1.164***（0.334）
0.000 03***

（5.88 × 10-7）
-10.832*（6.432）
5.438（4.700）
-0.268*（0.132）
-0.609（0.773）
0.895（1.007）
3.477***（1.296）
0.147（0.351）

-23.981**（9.959）
0.453
0.261

2 339.93***

EP

模型（4）

0.049***（0.003）
3.43 × 10-8***

（5.60 × 10-9）
0.002（0.059）
0.313***（0.047）
0.001（0.001）
0.015*（0.007）
0.016*（0.009）
-0.032***（0.012）
0.002（0.003）
-0.495***（0.096）
0.069
0.075

442.55***

模型（5）
0.043*（0.028）

0.047***（0.003）
3.38 × 10-8***

（5.61 × 10-9）
0.003（0.059）
0.317***（0.047）
0.001（0.001）
0.015*（0.007）
0.016*（0.009）
-0.032***（0.012）
0.002（0.003）
-0.487***（0.096）
0.072
0.074

444.95***

模型（6）
-0.006（0.034）

0.048（0.080）
0.466***（0.173）
0.048***（0.003）
3.34 × 10-12***

（5.61 × 10-9）
-0.004（0.059）
0.317***（0.047）
0.001（0.001）
0.014*（0.007）
0.016*（0.009）
-0.033**0.012）
0.0001（0.003）
-0.472***0.096）
0.072
0.077

455.68***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上述模型均为随机效应回归模型；Adj.R2为within effect的值

表3 直接效应和员工参与的中介效应检验

Tab. 3 Results of direct effect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ployee participation
作用路径

数字技术→员工参与→企业创新绩效

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估计值

22.263***
4.344***
26.608***

标准误

3.744
0.815
3.619

Z值
6.258
5.584
7.353

p值
0.000
0.000
0.000

LLCI
14.925
2.746

ULCI
29.603
5.942

图2 网络中心度在数字技术与员工参与

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Fig. 2 Moderating effect of network centrality
in the relationship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mployee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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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利用，引导员工参与，最终实现创新绩效的提升。此外，SOBEL检验结果表明，在低网络中心度下Z
值为1.640小于临界值1.960，在高网络中心度下Z值为4.600大于临界值1.960，H6进一步得到验证。

3.5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替代指标。参考成力为和邹双［46］的研究，采用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之和作为企业创新绩效的替代指标；已有研究采用网络中心度和网络结构洞

作为网络位置的衡量指标［47］，本文采用网络结构洞作为替代指标。该项稳健性结果与前文结论基本一

致。②划分样本。参照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印发《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企业

〔2011〕300号）中关于企业的划分标准，本文依据营业收入、从业人员数量、资产总额等指标将企业分为

大型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进行比较分析。稳健性结果表明，大型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的数字技术对企业

创新绩效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且相较于中小微型企业来说，大型企业数字技术直接作用于企业创新

绩效的影响更强；大型企业和中小微型企业的员工参与在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均有中介作用，且

相较于大型企业来说，中小微型企业数字技术经由员工参与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强。而网络中

心度在大型企业的数字技术与员工参与关系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在中小微型企业中未起到调节作

用。原因可能在于，相较于大型企业，中小微型企业在行业与企业规模上不占优势，对信息资源的控制能

力不强，其在行业网络中可能多处于边缘位置，所以网络中心度在数字技术与员工参与的关系之间的作

用不强。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正文结论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高稳健性。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诱因—贡献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以2008—2018年中国上交所上市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剖

析数字技术、网络中心度、员工参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研究结论。①数字技术的使用

一方面通过直接作用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另一方面通过提供资源，诱发员工参与间接促进企业创新绩效。

②企业网络中心度不同，对信息资源等控制能力有所差异。当企业网络中心度高，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

的影响作用增强。③企业网络中心度影响数字技术通过员工参与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当企业

网络中心度高，数字技术经由员工参与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增强。反之，当企业网络中心度低，数字

技术经由员工参与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减弱。

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①基于资源基础观，刻画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揭示数字技术

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作用。本文结论与LI等［4］和KHIN等［9］所认为的数字技术会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

著正向作用一致，一方面深化了对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拓展了数字技术、企业

创新绩效等研究的理论空间。②结合诱因—贡献理论和资源基础观，以员工参与为出发点，数字技术为

驱动因素，企业创新绩效为影响效果，构建数字技术→员工参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研究框架，明晰员工参

与在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员工参与会受到组织环境［11］等的影响，而员

工参与会提升绩效［10］，本文聚焦于数字技术通过员工参与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的路径，并以诱因—贡献

理论和资源基础观加以解释，一方面丰富数字化背景下数字技术、员工参与以及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研

究，另一方面拓展诱因—贡献理论和资源基础观的内在联系和应用范围。③将网络中心度纳入研究框

架，明确数字技术作用于员工参与的边界条件，并进一步考察网络中心度在数字技术通过员工参与作用

于企业创新绩效路径中的调节作用，不仅有助于阐明数字技术对员工参与的影响机制，还启发后续研究

可整合数字技术等企业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探究其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或行为的影响。

表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Tab. 4 Result of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变量

低网络中心度（-1SD）
中网络中心度

高网络中心度（+1SD）

估计值

3.569
8.076***
12.583***

标准误

2.171
1.662
2.737

Z值
1.640
4.860
4.600

p值
0.100
0.000
0.000

LLCI
-0.743
4.942
7.713

ULCI
8.000
11.430
18.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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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研究结论，得出如下实践启示。①企业应提升数字技术使用广度与深度，夯实员工参与诱因，实

现数字技术驱动员工参与，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的提升。对于已经使用数字技术的企业来说，应将数字技

术嵌入到产品服务以及管理实践之中，拓宽企业使用数字技术广度，强化数字技术应用深度，推进企业创

新成果的转化。同时，企业应将数字技术所带来的信息资源系统化、专业化，满足员工获取成长与发展资

源的需求，为员工参与创设诱因条件，进而使员工主动为企业创新绩效做出贡献。对于尚未使用数字技

术的企业来说，应转变思维模式，有意识引导企业学习使用数字技术，抓住数字红利带来的机遇，利用数

字技术刺激员工参与，进而增强创新绩效。此外，企业之间要相互交流数字技术的使用经验，结合自身发

展需求吸收利用，以提高企业竞争优势，推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②企业应把握自身网络位置优势，拓展

其网络中心度，获取多元的信息资源，助推数字技术引导员工参与，进而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对于

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来说，利用自身所处的地位优势，进一步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行业中其

他企业合作交流，吸收并控制信息资源，确保获取资源的丰富性，刺激员工参与，进而增强企业竞争优势。

在巩固自身优势位置的同时，企业应利用网络关系拓展与不同行业的信息资源交流，扩展网络中心度，实

现企业资源的多样性与异质性，保障企业创新绩效的稳步提升。对于网络中心度低的企业来说，学习借

鉴中心企业的管理经验与实践方法，吸收整合中心企业的信息资源，改善自身所处的劣势地位。同时，企

业应学会通过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了解其他网络中心度低的企业的不足与长处，扬长避短，推动自身的长

远发展。

本文存在一定的不足。①本文选取了上市制造业为研究样本，虽控制了行业差异，但对其他行业是

否有借鉴意义有待检验，未来可研究其他行业或者不区分行业类型，以增强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同时，制

造业行业内部仍有不同企业类型，未来可进一步探究行业内部不同企业类型的差异。②本文仅关注了数

字技术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但未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划分，未来可进一步探究数字技术对企业探索

式创新、利用式创新或双元创新的影响。③本文仅关注了组织内部的员工参与在数字技术与企业创新绩

效间的作用机制，但未考虑数字技术如何利用组织外部资源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未来可进一步拓展考虑

跨界搜索、生态系统等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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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echnology, 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ANG Hai-hua，DU Mei
（School of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inducement-contribution theory and resource-based view， it took the Chinese listed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08 to 2018 as research object，and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gital
technology，employee participation，network centrality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echnolog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and employee participa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When enterprise network centrality is
high，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echnology and employee participation is enhanced，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employee participation is also stronger. The conclusions expand the related literature of digital technology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and provid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enterprise innovation.
Keywords：digital technology；employee participation；network centrality；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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